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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到渠成：略论１９０５年中国
同盟会的建立
刘　强　姜　涛

【提　要】由于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清政府统治的日渐腐朽和民心的日渐丧失，迫使一部分人士起来大声

疾呼推翻无可救药的清政府统治，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此同时，革命派分子要求革命势力走向

统一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当清政府赖以自救的新政政策和对国内革命派人士的高压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中国

革命势力在日本东京的大量聚集时，孙中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其他革命派

骨干促成了中国同盟会于１９０５年在东京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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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５年８月，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民主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 （以下简称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同盟会的成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其历史

意义不待多言。其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以孙中山为首的

革命党人达到了整合当时在日本活动的民主革命团体的

目的，以及孙中山所大力宣扬的民主革命思想得以成为

令大多数盟员信服的革命纲领，同时在于所成立的总部

基地还处于距离中国如此之近的日本东京，并且正式把

数量众多的留学生 “开发”为民主革命队伍的主力。同

盟会的成立，为苦苦求索的革命党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成立更是予以了高度评价，他在

日后追忆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

之开一新纪元……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

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

成矣。”①

一、中国当时政局的发展和朝廷被

　　国人厌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近代以来至１８９４年以前，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

几次交手中感觉到，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是不可轻言动武

的。当然，日本没有被列入上述国家名单，因为在中国

人眼中，日本自古以来就处处以中国为师，不足为惧。

但令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

打得大败，还被迫签订了空前惨痛的 《马关条约》。条

约签订后，全国哗然。然而，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将因

政府的腐朽无能而导致中国惨败作为主要原因去责难朝

廷，反而是热切地向朝廷呼吁 “拒和”、 “迁都”、 “变

法”，希望朝廷振作起来。１８９５年康有为领衔发起、有

１３００余名各省应试举人参加的 “公车上书”事件便是明

证。当时，虽然民主革命党人认为朝廷的腐朽已无药可

救，并试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它，但并没有为广大百姓

所支持或接受。据孙中山在日后回忆１８９５年革命党人

发起的广州起义时写道： “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

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

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

莫敢与吾人交游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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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６卷，

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３７页。
《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３５页。



１９００年，清政府企图借义和团之力对抗八国联军入

侵，其结果却是不仅联军没有被阻挡住，反而皇太后、

皇帝及朝廷被赶出北京，惶惶然逃窜西安。之后，朝廷

不但转过头来伙同侵略者屠杀义和团，而且还与侵略者

签订了比 《马关条约》更为耻辱的 《辛丑条约》。只是

慑于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无畏斗争精神和帝国主义国

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清政府已经彻底被洋人打怕而成为

“洋人的朝廷”，① 才使得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厄运。国

家背负的奇耻大辱和巨额赔款并没有使皇室、贵族的生

活质量下降，因为满洲贵族利益的总代表慈禧太后依然

揽着大权，而还款压力也被转嫁到了普通百姓头上 （赔

款资金来自于盐税和海关税）。慈禧太后对帝国主义没

有把她作为祸首惩办而感激涕零，并厚颜无耻地宣称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② 朝廷镇压民众反抗

的凶残与被侵略者驱赶奔逃的凄惨形成了鲜明对比。自

此之后，朝廷在全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受到严重打击，

不少人开始质疑朝廷统治的可拥护性，并逐渐接受革命

思想和革命行为。据孙中山日后回忆革命党人在１９００
年惠州起义时写道：“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

已觉与前 （指１８９５年广州起义）有别矣。……惟庚子

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

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也。前后相较，差若

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

迷梦已有渐醒之兆。”③ 到１９０３年时，邹容撰写的 《革

命军》能够得以 “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④ 已

经说明民众对于朝廷的不满程度和赞成革命的人数已经

大大增加。

１９０３年４月，俄国拒绝履行中俄 《交收东三省条

约》中的部分义务，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条件，企

图把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变成其独占的势力范围。消息传

开，国人群情激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风潮。

但是，清政府不但不对此予以支持，反而还以 “防范革

命”的名义对拒俄运动进行镇压。清政府时任驻日公使

蔡钧诬告东京留学生义勇队 “名为拒俄，实则革命”；

于是，清政府密谕各省督抚： “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

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

正法。”⑤

反帝爱国的拒俄运动遭遇到清政府高压政策，促使

更多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的道路。 “我以热

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

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呜

呼！革命其可免乎！”⑥ 朝廷对主权丧失时的无能反应、

镇压民众反抗时的残酷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步步升

级，与此同时，朝廷民心的丧失也在一步步加剧。

二、全国革命队伍的扩大和革命

　　思想的广泛传播也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　　　　　　　

　　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牵头成立的兴中会是中国第

一个民主革命组织，成立时仅有二十余名会员，至当年

年底时也仅为１２９人，且多为当地有业华侨，不愿舍

业。⑦ “１９００年４月２９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称： ‘前

中山在此之时，创一兵会，习者数十。然人皆有业，罕

暇晷，不能大成，久而遂懈。’”⑧ 此后至１９世纪结束，

在中国本土范围内并没有发现有第二个类似的民主革命

团体产生的文献记载。

但是进入２０世纪以后，由于广大百姓对清政府统

治现状的日益不满，因此，在一部分民众逐渐接受立宪

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民众逐渐接受革命思想。革命书

籍、报纸、杂志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宣传、鼓吹革命的

人也越来越多。⑨ 据统计，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刊行

的革命宣传材料中，书籍约８０种，报纸约２０种，杂志

约２４种。瑏瑠 主要革命材料出版地有上海、东京、松江、

芜湖、金华、广州、长沙、杭州、厦门、香港、檀香

山、旧金山、曼谷、新加坡等地，瑏瑡 许多宣传材料有着

广阔的发行市场。例如，上海出版的 《警钟日报》在苏

州、台州、杭州、绍兴、武昌、长沙、成都、汉口、南

昌、济南、安庆、镇江、宁波、无锡、常熟、九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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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第２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２５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２６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８２页。
《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３５页。

冯自由：《〈革命军〉作者邹容》，转引自张海鹏、李细珠著
《中国近代通史》第５卷，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６１页。
《密谕严拿留学生》，杨天石、王学庄编 《拒俄运动》，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７６、２６５～２６６页。

季子 （陈去病）：《革命其可免乎》，杨天石、王学庄编 《拒
俄运动》，第２９３页。

钟工宇：《我的老友孙逸仙先生》，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
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

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关于国内革命思想萌芽、发展、传播的脉络，本文对此不
作重点阐述。

瑏瑡　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

３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３６～１５６页。



京、香港等１８个地方设有２３个分售处，① 有些材料销

售量也相当可观，据１９０４年 《警钟日报》一份关于武

汉地区各报刊销售量调查资料，其中 《警钟日报》３００
份，《政艺通报》７０份， 《浙江潮》４０份， 《江苏》３０
份，《汉声》２０份， 《中国白话报》８０份， 《安徽俗话

报》２０份。②

民主革命宣传材料的广泛流传，自然引起了民主革

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观念的深入人心。因此，众多

的民主革命团体也在１９００年后迅速地建立起来。从

１８９４年兴中会成立到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的１１年间，国

内外共成立了６６个革命团体，其中１９０２年以前１７个，

１９０３年２０个，１９０４年２０个，１９０５年９个；按区域划

分，国内４５个，国外２１个 （其中日本１９个）。③

在此段出现的民主革命团体当中，呈现出以下主要

特点：

成立年份的频率阶段性特征明显，以１９０２年为界，

前段疏，后段密。１８９５年～１９０２年的８年间，全国一

共成立了１７个民主革命团体，年均成立２．１３个；而从

１９０３年～１９０５年的３年间，全国成立了４９个民主革命

团体，年均１６．３３个，为前者的近８倍。

地域分布的空间布局不平衡，长江中下游流域城

市、华南及日本分布密集，有５８个；东北、华北、西

北及西南分布稀疏，共只有８个。④ 这说明，越是远离

清政府统治重心、同时越是工商业发达或者越便于接触

国外思想的地方，分布越密集；反之亦然。

在成立的民主革命团体当中，以兴中会、华兴会、

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最为著名。从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

当时主要的民主革命团体的成立、活动主要呈现出以下

主要特点：１．其领导人均在国外或国内思想较为开放的

地方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２．其活动地域基本以一省为

限，最多到与本省临近的另一省；３．其动员的主要革命

力量，除科学补习所外，主要是当地会党分子。

虽然民主革命团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但是由于清

政府在国内的严密控制，民主革命分子在国内的生存空

间是很小的，能够串联的机会也并不多。孙中山在１８９４
年底到１９０５年间基本上不在国内，就跟上述原因有莫

大关系。因此，上述民主革命团体的骨干分子在成立革

命团体之后纷纷被迫出国，在国外发展革命力量。其中

一少部分人到了西欧，大部分人东渡到了日本。因此，

在１９０５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当时的骨干分子

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亚伯、

田桐、冯自由、汪精卫、胡毅生、朱执信、马君武、邓

家彦、程家柽、吴春阳、蒋尊簋等人，都是国内各民主

革命团体的骨干。

三、时局及清政府政策的影响

　　使大批寻求新知的留学生

　　聚集在日本　　　　　　

　　１９世纪末，在刚受重创的维新党人与正在成长的革

命派人士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时候，清朝统治阶级内

部的有识之士也在疾呼： “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

一策。”⑤ 在经历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也深知自己与

大清王朝的命运只有在新政变法的旗号下才能苟延残

喘，于是在无奈中动了改弦更张的念头。１９０１年１月

２９日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尚在西安的朝廷发

布了第一道新政改革上谕。在此后朝廷陆续展开的新政

措施中，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举措使清政府无心插柳

柳成荫，造就了一大批渴望接受新知、革故鼎新的中国

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当中的许多人后来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

在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之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

生数量是很少的。孙中山在１９０３年９月前多次到日本

从事革命活动，都没有组织起大规模的留学生革命团

体，虽然可以将当时在日的梁启超等保皇派的主张影

响了一部分留学生的思想作为影响因素，⑥ 但当时的在

日中国留学生总数也实在是有限，具体数据见下页表１
所示。

日本与我国邻近，种族、语言、风俗等文化背景相

近。明治维新以后，昔日被中国视为 “学生”的日本一

跃而起，竟然成为与欧美列强并列的强国，这不能不引

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深思和重视。早在１８９８年时，张之

洞在其著名的 《劝学篇》中指出： “至游学之国，西洋

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

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

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⑦ 于是，从１９０１年起清末

新政鼓励赴日留学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日本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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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转引自张海鹏、李细珠 《中国近代通史》第５卷，第１６１
页。

参见张玉法 《清季的革命团体》， （台北）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专刊》（３２），１９８２年，第６６３页。

参见张玉法 《清季的革命团体》，第６６３页。

张之洞： 《致西安鹿尚书》，苑书义等主编 《张之洞全集》

第１０册，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总第８５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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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并在１９０５年之前呈现迅速增长的势头，具体情况

见下表。①

　表１　１９０１年～１９０５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统计

年份 １９０１　 １９０２　 １９０３　 １９０４　 １９０５

人数 ２６６　 ７２７　 １０５８　 ２４０６　 ８０００

下面我们单独分析１９０４年赴日本的留学生
省籍来源统计表，具体情况框见表２。②

　表２　１９０４年中国留日学生的省籍来源统计

全国统计 湖南 湖北 四川 江苏 浙江

２４０６　 ３６３　 ３４１　 ３２１　 ２８０　 １９１

广东 直隶 云南 安徽 福建 江西

１７５　 １７２　 １２６　 ８４　 ７６　 ５２

表２中所显示的省份为１９０５年前在本省存在革命

团体的省份，共１１个。而这１１个省份中于１９０４年赴日

的留学生总数为２１８１人，占当年全国总数的９０．６％。

那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某省的赴日留学生人数是否与该

省的革命团体活动情况和革命思想传播情况呈正相关关

系呢？事实上，早在１９０１年，赴日留学生就成立倾向

革命的团体，创办了倾向革命的报刊；③１９０２年底，成

立了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④ 到

１９０５年时，在日本已成立了１９个革命团体。可以看出，

在日留学生的革命组织发展状况是可观的。

１９０５年１月１日，驻守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君

主独裁的欧洲大国俄罗斯败在了君主立宪的亚洲小国日

本的手下，令世界震惊。随即，２月１４日，俄罗斯又爆

发了连锁反应式的一系列革命和暴动，沉重打击了君主

专制制度。鉴于１９０５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与１９０４年相

比有井喷式的增长，再考虑到清政府于当年９月份才宣

布废除科举制度，因此，可以断定，日俄战争的结果及

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对中国全国知识群体中关于君主专制制

度的弊端的认识是有较大程度启迪的，这也在更大程度

上促成了这部分群体进一步流向日本，寻求新知，拯救

中国。

清政府的新政政策及时局的影响造成了大量留学生

在日本的聚集，而这当中又有许多留学生在这里接受了

革命思想成为革命派分子；在这些革命派分子结束留学

回国后，又开始在国内进行革命思想传播；而当清政府

对待革命派力量采取高压政策迫使国内活动的革命派分

子流亡国外后，大部分人又来到了离中国最近、革命力

量最集中、相对政治环境最宽松的日本。在这样的反复

过程中，革命思想进一步得以宣传、交流，非常有利于

革命联盟的组成。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留日学生越来越认识到

组建全国性政党的必要性。例如１９０３年第３期的 《浙

江潮》就发表 《非省界》一文，倡议集合各省 “非常奇

杰之士”，组成一个类似 “泰西文明国大政党”的 “中

国本部统一会”。⑤ 但是很显然，这个结果的出现必然需

要若干位具有较高威望、较强组织能力和较强战略眼光

的革命者来牵头、推动，以及须得有适合大规模革命组

织活动开展的场所条件。历史的进程显示，孙中山当之

无愧地担当了牵头者的角色，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

人担当了推动者的角色。当上述人员适时地在革命力量

集中的日本东京出现时，预示着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很有

可能要发生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可以说，到了１９０５年时，从革命思想宣传的覆盖

面、全国民众对革命思想的认可度、革命团体数量及革

命党人希望联合的主观意愿来讲，已经具备了统一的革

命团体大联盟的条件。而当孙中山这位在海内外均影响

巨大的民主革命领袖认识到这些情况之后，马上敏锐地

抓住了时机，开始了革命资源的整合和革命队伍的扩

充，并获得了成功。

四、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人对于

　　时局的把握和促进　　　　

　　庚子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 “即有意号召各省

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但有鉴于孙中山是全国知名的

通缉犯，因此孙中山不能轻易冒险到大陆。⑥ １９０４年４
月２２日， “西太后为庆祝七十寿辰颁布懿旨，内称：

‘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

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

各员，均著宽免其既往，予以自新。’”⑦ 因此，孙中山

一直把最主要精力放在在海外寻求革命资源和促进革命

大联盟的建立上，以及努力寻求能够忠实贯彻其革命思

想的核心依靠力量。在１９０５年之前的革命活动中，孙

中山主要在会党分子、华侨中间宣传其革命理念，并把

会党作为其发动革命运动的主力。但是事实证明，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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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章开沅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３４页。

从１８９５年起，朝廷就开始在全球通缉孙中山，直到１９０４
年，情况仍未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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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不令孙中山满意。①

当孙中山了解到当时日本聚集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

和认识到留学生可作为革命队伍的生力军时，立即把握

时机，参与到革命大联盟的促成中来。

在结束了欧洲的活动后，孙中山于１９０５年６月１１
日从法国东返，并于７月初抵达新加坡海域，约见了新

加坡革命志士陈楚楠等人。孙中山在路过西贡时，在致

陈楚楠的函中写道： “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

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召集同志，

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

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②

事实上，在日本的革命派人士也是非常期盼着孙中

山赴日来整合革命队伍的。据载，１９０４年底东渡到日本

的黄兴、宋教仁等 “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

以为革命中坚”。而程家柽则 “力阻之”，并谓 “孙文于

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

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

起义，事在必成”。③因此，组建革命政党已经水到渠成。

１９０５年７月１９日，孙中山抵达横滨。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

后，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中国同盟会得以正式成立，标志着

中国的民主革命联盟首次正式形成。当时与会代表在讨论

革命同盟的名称时，初步议定为 “中国革命同盟会”，这与

当时民主革命者对该组织的定位是相同的。只是为了后来

在组织斗争过程中的便利，才去掉了 “革命”二字，但这

并不影响该组织民主革命政党的性质。

此次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当时国内主要的革命团体

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的骨干分子

均参加了进来，使全国主要革命力量得以整合，革命声

势颇为扩大，真正起到了之前各革命团体单打独斗所起

不到的作用。之后，无论是与清政府的斗争，还是与君

主立宪派在思想上的争锋，民主革命派都显示出了比中

国同盟会成立前更强的气势和更高的智慧。后来，在同

盟会与清政府的斗争中，虽有共进会的成立、光复会的

重建以及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等事件发生，但始终不

能改变同盟会是民主革命同盟的事实。

综上所述，由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清政府统治的

日渐腐朽和民心的日渐丧失，迫使一部分人士起来大声

疾呼推翻无可救药的清政府统治，并且这种呼声得到越

来越多人的支持，而革命派人士要求革命势力走向统一

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当清政府赖以自救的新政政策和

对国内革命派人士的高压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革命势

力 （含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潜在革命势力）在日本东京的

大量聚集时，孙中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个

难得的机会，与其他革命派骨干促成了中国同盟会于

１９０５年在东京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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